
我国对外反倾销、 政府创新
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熊凯军

摘要: 本文运用 2007—2018 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 评估我国对外反倾

销、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 (1) 我国对外反倾销政策显著

提升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 对企业的创新补贴也能显著提高企

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 在采用更换变量、 样本等一系列检验后, 所得到的结果依然

稳健; (2) 从分位数回归结果发现, 相较于高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企业, 我国对

外反倾销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低创新投入和产出企业的影响程度更高; (3) 进一步

研究发现, 企业的无形资产和营商环境是重要的影响机制, 而我国对外反倾销和政

府创新补贴对不同上市板块、 行业技术的企业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 本研究对我国

在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下如何提升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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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创新作为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唐晓华等, 2018) [1] , 是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

关键。 近年来, 我国整体的研发水平逐年上升, 据 2018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为 27956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4. 6%, 全年国内外专利申请授权量

460 万余件, 比 2012 年增长 2. 7 倍。 然而, 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与欧美发达经济体

仍存在一定差距, 吕薇 (2013) [2] 研究发现 2018 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为 2. 19%,
发达国家的平均研发强度为 2. 5%。 不过, 近年来随着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 有效提高了创新规模和效率, 使得创新已成为稳定和扩大就业、 推动新旧动

能转换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政府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管理者, 应运用创新补贴政策来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杨洋等, 2015) [3] 。 从内部看, 我国为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先后出台了大量产业

政策来支持微观企业的创新, 如允许扣除企业发生的研发费用, 实行低税率支持高

新技术创新, 减免技术转让所得税等 (赵书博等, 2019) [4] 。 目的是通过实施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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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政策, 来缓解融资约束、 分担创新风险, 以及弥补因市场技术外溢所造成的

收益损失等, 为企业开展持续性创新活动提供可靠的保障 ( 李桂萍和刘薇,
2013[5] , 鞠晓生等, 2013[6] )。 从外部看,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的环境

下, 众多国家为维护本国重点产业发展而不断加大对外反倾销力度, 其所引发的经

济效应已成为热点话题, 特别是企业创新问题 (曲如晓和江铨, 2007[7] ; 苏振东

等, 2012[8] ; 谢申祥和王孝松, 2013[9] ), 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导致国外大量产品以低价

迅速涌入和占领中国市场, 打击国内的进口竞争性企业 (苏振东等, 2012), 贸易摩擦

问题日益突出。 据 1995—2016 年数据显示, 中国遭受的反倾销案件占全球案件总数的

近 1/ 4, 反倾销被执行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宋利芳, 2018)[10] 。 为了维护国内市场经

济秩序与竞争性企业的经营环境, 我国也在日渐频繁地对外运用反倾销措施, 以便为我

国部分行业内的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 我国从 1997 年对外第一次发起反倾销

调查开始, 直到 2017 年累计共对外发起 261 起反倾销调查, 数量位列全球第七位 (周
健, 2019)[11] 。 反倾销调查旨在改善我国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 扩大企业整体规模, 进

而提高国内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创新效率 (鲍晓华, 2007)[12] 。
概言之, 国家为了增强特定行业的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创新水平, 对外实施反倾

销政策, 对内加大企业的创新补贴强度, 但从一个更全面的视角看, 这些政策的实施

能否从根本上提高企业整体的创新能力? 而且, 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微观根基,
是创新发展战略的主要力量, 在提高综合国力和创新能力上具有重要意义 (李双杰

等, 2020) [13] 。 因此, 对外反倾销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产生何种影响? 我国对

外反倾销措施和政府补贴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的影响有何差异? 为回答这些问题, 本

文通过采用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和我国对外反倾销数据, 实证分析了我国对外反倾销

措施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一、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说

(一) 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创新

近年来, 关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的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安同良,
等, 2009[14] ; 许家云和毛其淋, 2015[15] ; 郑江淮和张玉昌, 2019[16] ; 白俊红,
2011[17] )。 然而, 政府创新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目前学术界仍存在较大争议 (夏
清华和何丹, 2019) [18] 。 总的来说, 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可能会存在三种效

应: (1) “激励效应”,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提高政府对企业创新的补贴能刺激企业增

加研发投入, 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邹洋等 (2016) [19] 采用我国创业板样本数据,
实证检验发现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激励作用。 雷根强和郭玥

(2018) [20] 也得出政府创新补贴有助于企业开展创新, 而且企业的规模、 行业特征以

及知识存量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所形成的激励效应; (2) “抑制效应”, 部分学者

研究发现, 政府的研发补助实际上会替代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 造成补贴挤出效应

(姜宁和黄万, 2010) [21] 。 Catozzella
 

和 Vivarelli (2016) [22] 运用意大利企业样本和以

双变量内生转变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贴会对企业的创新生产力产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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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影响; (3) “非确定效应”, 少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存在不明确的线性关系 (许家云和毛其淋, 2015; 安同良等, 2009), 认为影响创新

的因素过于繁杂, 政府采取的单一的补贴措施并不能产生持续的促进效应, 只有配合

多元的政策工具才能引导企业健康地开展创新活动。
对以上文献梳理发现, 在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并获得政府研发资助后, 会由于不

同的微观特征差异, 对再投入研发支出转变为产出的过程产生影响。 同时, 若政府部

门对企业从事研发活动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将有助于企业开展研发活动, 缩小企业

研发投资与社会最优投资的差距, 也能显著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与社会融资成本, 进

而提高企业在开展创新活动中的积极性 (Yager
 

and
 

Schmidt, 1997) [23] 。 而且, 政府

创新补贴也可视为企业产品质量与未来需求的 “信号”, 展现了市场对企业创新活动

的认同和企业经营状况的信心, 有利于企业从不同渠道获得所需研发的资金。 这表

明, 在一定程度上政府的补贴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故提出本文的假说一。
假说一: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有促进作用。
(二) 我国对外反倾销与企业创新

目前, 国内外已有众多关于对外反倾销救济效应的研究, 根据研究侧重点的不

同可分为两类: 直接经济效应和间接经济效应。 现有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反倾销政策

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 (鲍晓华, 2007; Collie
 

and
 

Le, 2010[24] ; 谢申祥和王孝松,
2013), 包括反倾销对贸易、 社会福利和企业竞争策略等方面的影响。 此外, 也有部

分学者关注对外反倾销的间接经济效应 (苏振东等, 2012; 李春顶, 2011[25] ), 探究

对外反倾销的产业救济效果, 认为对外反倾销能够提高国内进口竞争性行业的产量、
利润和生产率, 产生了较好的贸易救济效果。 纵观现有文献, 国内外直接研究反倾销

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文献还相对较少 (谢申祥和王孝松, 2013)。 理论文献中有关于反

倾销保护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并未形成统一的结论, 主要持有促进论和抑制论观点

(何欢浪等, 2020) [26] 。 持促进论观点的学者, 如 Gao 和 Miyagiwa (2005) [27] 研究发

现, 在对单个国家采取反倾销措施时, 受到反倾销政策保护的企业将减少研发投入,
而遭受反倾销约束的企业却会增加研发投入。 然而, 当贸易中的两国均采取反倾销政

策时, 所有企业都将增加研发投入。 而且,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升级生产技术

的平均固定成本将有所降低, 使企业更有动力开展创新和技术升级 (Swamidass
 

and
 

Kotha, 1998[28] ; 李思慧和于津平, 2016[29] )。 然而, 也有学者持抑制论观点, 曲如

晓和江铨 (2007) 采用 Gao 和 Miyagiwa (2005) 提出的互倾销模型, 对单边的反倾

销与双边的反倾销两种情形下的企业进行比较, 发现目标企业在双边反倾销的情形下

比单边反倾销的研发投入要更低。 Miyagiwa 等 (2016) [30] 采用相互倾销模型研究也

发现, 如果两国的市场规模大致相当, 则双边的反倾销措施能够显著减少两国企业

的研发投入和利润水平。 但在全球价格竞争的背景下, 国内外企业的产品差异不断

缩小, 会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 若企业所处行业受到我国对外反倾销政策的影响,
则可通过扩大企业规模、 资本密集程度等微观特征来提高研发投入, 降低竞争市场

的约束, 从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加快技术升级。
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会降低国内企业进行创新的积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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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但从大部分前期研究来看, 假如一国对外采取反倾销措施, 则反倾销存在贸易

抑制效应 (鲍晓华, 2007) 和贸易转移效应 (陈勇兵等, 2020) [31] 。 反倾销措施

不仅能降低国内市场当中来自外国进口产品的竞争程度, 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宋华盛和朱小明, 2017) [32] , 还能有效地限制国外企业对华出口, 为本土企业提

供更加有利的创新环境。 另外, 考虑到我国企业整体的创新水平落后于部分发达国

家, 而国外企业的产品专利和工艺壁垒对我国同类型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有较大的

冲击, 若政府为保护某些特定企业的发展, 将会对国外企业采取对外反倾销措施。
在市场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 将会对国内特定企业的市场份额和营业收入产生明显

促进作用, 并借此扩大企业生产规模与降低升级生产技术所需的固定成本, 使企业

积累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活动, 从而提高企业整体的创新水平, 故提出本文的假

说二。
假说二: 我国对外反倾销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有促进作用。
目前, 学术界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已经相当丰富, 例如聚焦于政府创

新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或反倾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但较少关注对外反倾销和

政府创新补贴共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 不过, 政府为了维护国内市场稳定和保

护本国竞争性企业, 在国内为企业提供创新活动的财政支持, 对外则实施反倾销措

施保护国内企业, 能直接和间接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 进而增强企业创新

水平。 鉴于此, 本文选用我国微观上市制造业数据, 验证我国对外反倾销和政府创

新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共同影响机制。
论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 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反倾销或政府补

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较少探究我国对外反倾销、 政府创新补贴共同对企业创新的

影响机理, 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现有反倾销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分析; 第

二, 基于企业研发投入、 创新产出以及行业特征的不同, 本文系统性地评估了我国

对外反倾销、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差异性影响。

二、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和国泰安数据库 (CSAMR), 时间跨度为

2007—2018 年。 国泰安数据库涵盖我国上市公司信息, 其中研发数据包括企业研发人员

投入、 研发资金投入和专利申请数量等, 财务数据包括企业的总资产、 营业收入等。 同

时, 企业进行创新活动获得的政府创新补贴金额也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 并通过文本检

索企业 “营业外收入” 科目下的 “政府补助明细” 关键词, 将研究、 研发、 开发和技

术创新等词汇均定义为创新补贴。 此外, 本文从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手动收集和整理我

国对外反倾销案件, 根据 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 T
 

4754—2017) 标准, 划分企

业所申请的专利的制造业类别, 并对我国历年发起对外反倾销产品所属 HS 代码与企业

专利申请的制造业产业代码进行匹配, 构成实验组, 而未受到反倾销影响行业的企业作

为控制组。 最后, 借鉴 Cai 和 Liu (2009)[33] 的数据处理方法, 剔除非制造业企业、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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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值等不合理样本。 为防止专利集中度过高导致样本有偏, 参照黎文靖和郑曼妮

(2016)[34] 的方法, 剔除无专利数量的样本, 共获得 8378 个样本。
(二) 研究变量

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 研发资金投入是体现企业创新能力的

重要形式, 故现有文献对于如何衡量企业创新水平当中的大部分学者仍采用企业的

R&D 投入来评估企业的创新活动 (Griliches, 1979[35] ; Hall
 

and
 

Mairesse, 1995[36] )。
不过, 现有我国部分上市企业存在缺失研发投入数据的现象, 导致其衡量企业创新可

能存在偏误 (袁建国等, 2015) [37] 。 此外, 相比于研发投入, 企业专利能够更好地衡

量企业创新水平 (李兵等, 2016) [38] 。 为此, 本文选用 t+1 期企业研发资金衡量创新

投入, 选用专利数量来衡量企业创新产出, 来共同评估企业创新水平。
主要解释变量: 我国对外反倾销和政府创新补贴。 借鉴李春顶 (2011)、 何欢浪

等 (2020) 的做法, 该指标是指我国对其他国家在华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当中, 若

某企业在 t 年属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企业的行业, 则认为该企业在 t 年及之后年份

均受到我国对外反倾销行业的影响。 而其他不属于反倾销调查行业内的企业, 以及受

到反倾销调查前期行业内的企业, 均被认为未受到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的影响。 其中

政府创新补贴是指上市企业进行创新活动, 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创新补贴金额。
控制变量: (1) 企业规模。 “熊彼特假说” 认为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具有促进

作用规模较大企业, 会拥有更多的资金、 更强的科研平台以及优秀的人才支撑等,
使得大企业往往拥有更高的研发创新活动积极性; (2) 资本密集度。 企业的资本

密集度是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因素 (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5), 而且拥有较高资本

密集度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 (何欢浪等, 2020); (3) 企业的营业收入和总

负债。 一般而言, 企业的盈利能力越高, 投入到企业的研发支出也越高, 而企业负

债水平可能对创新投入存在一定的抑制效应; (4) 企业的经营年限。 已有研究发

现企业经营时间越长, 对市场敏感程度越高, 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可帮助企业获得更

多的利润与市场份额, 使企业具备更强的技术创新基础 (王华等, 2010[39] ; 熊凯

军, 2020[40] )。 变量描述性分析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类型 简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研发产出 Pat ln (专利数量+1) 3. 527 1. 544 0. 693 10. 800
研发投入 Inv ln (研发金额+1) 17. 650 1. 849 0 23. 121

对外反倾销 Dum 有政策影响为 1, 无为 0 0. 386 0. 487 0 1
政府创新补贴 Gov ln (政府创新补贴金额+1) 6. 562 2. 037 0 12. 578
企业总资产 Ta ln (总资产+1) 21. 719 1. 239 0 26. 609
企业总负债 Td ln (总负债+1) 20. 518 1. 645 0 26. 070

企业营业收入 Inc ln (营业收入+1) 21. 086 1. 295 16. 381 26. 764
企业资本密集 Cap ln (总资产 / 公司总人员) 2. 965 2. 578 0 8. 909

企业年限 Ft ln (2020 年减创立年份) 2. 569 0. 575 0 3. 932
专利申请类型 Pt 国内专利 0, 国外专利 1 0. 034 0. 181 0 1

时间跨度 Time 微观企业数据时间跨度为 2007—2018 年

企业所属行业 Ind 企业所属制造业行业类型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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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外反倾销、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表现的平均影响

表 2 是对外反倾销、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表现的平均影响。 可以发现, 未

遭受行业反倾销的企业专利数量为 32. 22 件, 低于遭受行业反倾销的 37. 08 件, 在

研发投入金额上也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 此外, 将企业获得政府创新补贴金额按

Q1、 Q2、 Q3 分位点排序, 分别表示该样本中所有数值由小到大排列后第 25%,
50%, 75%的数值, 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在低分位点 ( Q1) 的企业平均专利数量和

研发投入金额, 分别为 23. 95 件和 2933. 11 万元, 均低于中 ( Q2)、 高分位点

(Q3) 的企业专利数量和研发投入金额。 由此可以初步判断, 对外反倾销措施、 政

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存在促进效应。

表 2　 对外反倾销、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平均影响

组别
行业是否遭受反倾销 政府创新补贴企业金额

未遭受 遭受 Q1 Q2 Q3

专利数量 (件) 32. 22 37. 08 23. 95 24. 09 26. 76

研发投入金额 (万元) 4
 

232. 33 5
 

326. 13 2
 

933. 11 3
 

091. 46 3
 

346. 97

观察样本数量 5
 

147 3
 

231 2
 

171 4
 

342 6
 

513

(四) 匹配检验与构建模型

对于反倾销政策, 经验研究发现研发密集型行业是反倾销保护主要产业 (Miy-
agiwa

 

et
 

al. , 2016), 如 Kang
 

和 Jiang (2012) [41] 研究得出中国化工行业发起的反

倾销案例占总数量的比例约为 60%, 这表明我国受反倾销保护的企业并非受政策

影响。 实践过程中政府反倾销政策也多是内生决定的, 企业往往选择自主发起反倾

销诉讼, 而政府则按照损害和倾销情况进行司法判决。 这种非自然实验的政策评估

当中存在的问题是: 虽然可以观察到政策实施后受政策影响的处理组状况, 却无法

记录不受政策影响时处理组的状况 (宋华盛和朱小明, 2017)。 为了准确评估反倾

销政策的影响, 需要寻找一个与处理组尽可能类似的对照组, 文献中通常采用倾向

得分匹配的方法来实现。 在 PSM 匹配时, 用处理组变量对控制变量进行 Logit 回

归, 采用 1 ∶ 1 进行匹配并得到倾向得分值, 将倾向得分值接近的控制组个体设定

为实验组的配对样本, 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所存在的系统估计偏

误。 基于可观测的且影响创新和反倾销诉讼的企业特征, 本文对所有企业评分并为

每个处理组企业选择得分最接近的企业作为对照组, 构建以下 Logit 模型:
Pr ( Dumijt ) = φ(β0 +β1patit + β2Govit + ηCVit )

 

(1)
式 (1) 中的 φ (∗) 表示正态累积分布函数, Dumijt 的含义是, 若企业 i在 t年

所属的 j 行业是我国对外反倾销行业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patentit 表示估计当中的

企业创新水平; Govit 表示政府对企业创新的补贴强度; CVit 表示其他影响企业创新

水平的控制变量。
1.

 

匹配效果检验

本文采用 Logit 回归分析反倾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使每个处理组企业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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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最接近的企业作为对照。 为了验证匹配效果的可靠性, 本文先进行平衡性检验,
表 3 当中较大的 P 值表示无法拒绝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各变量均值相等的原假设。 此

外, 图 1 是企业创新得分的核密度图, 观察图 1 可以发现, 匹配前处理组与对照组

企业特征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从而使得企业创新得分核密度分布不同; 而在匹配

后, 两组的核密度分布变得更相似。 图 2 是平行趋势检验, 可以发现对实验组和控

制组的政策效果具有一致的趋势。

表 3　 匹配平衡性检验

处理组均值 对照组均值 P 值

政府创新补贴 6. 631 6. 668 0. 458

企业总资产 21. 765 21. 768 0. 923

企业总负债 20. 607 20. 597 0. 795

企业总收入 21. 141 21. 125 0. 631

企业资本密集 3. 083 3. 105 0. 725

企业年限 2. 578 2. 555 0. 123

专利申请类型 0. 043 0. 044 0. 903

图 1　 企业创新得分核密度图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031

《国际贸易问题》 2022 年第 10 期



　 　 2. 构建模型

(1) 反倾销、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水平整体的影响。 从已有文献看, 反

倾销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在不同企业之间可能会有所差别, 目前

少有文献就这一主题对国内制造业进行分析, 本文试图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为此,
采用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和国泰安数据库数据, 运用双层差分法 (DID) 评估我国

对外反倾销、 政府创新补贴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理, 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Createit +1 =β0 +β1Dumijt +β2(Govit) + ηCVit +ζt +δi +εit

 (2)
式 (2) 中的 i表示企业个体, t表示时间, j表示行业, Createit +1 包括研发产出

Patit +1 和研发投入Invit +1, 分别表示第 t + 1 年企业专利数量和研发投入金额, Dumijt

表示第 t 年 i 企业所属行业是否遭受对外反倾销, 若所属 j 行业遭受反倾销, 则在 j
行业内的企业在 t 年及之后的年份均为 1, 在 t 年之前的年份取值为 0, 同时控制组

在样本期间取值为 0, 来衡量对外反倾销对所保护行业内的企业创新的净效应, 该

变量系数是双层差分法 (DID) 的结果, Govit 表示第 t 年政府对企业创新的补贴金

额, CVit 表示在第 t 年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 包括企业资本密集、 企业年限、 企业

总资产、 企业总负债、 企业营业收入和专利属性。 β0 是常数项, β1、 β2 分别表示对

外反倾销、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系数, η 是其他相关变量对企业创新的

影响系数, ζ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δ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εit 表示误差项。
(2) 对外反倾销、 政府创新补贴对不同创新水平层面的企业影响。 考虑到式

(2) 所采用的计量模型只能体现出反倾销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整体影

响, 并不能对各个企业影响进行有效的反应, 为进一步分析对外反倾销和政府创新补

贴对不同创新水平企业的影响, 借鉴 Koenker 和 Bassett (1978) [42] 提出的分位数回

归方法, 构建对外反倾销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水平影响的分位数回归模型。
Quantτ ( Creatit +1 | Dumit ) = β0 +βτ

1Dumit + βτ
2Govit + ητCVit + εit (3)

式 (3) 的 τ 为分位点, βτ
1、 βτ

2 和 ητ 表示各变量参数估计的 τ 分为系数, 其他

变量和符号解释与式 (2) 相同。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结果

在进行模型回归分析之前, 为了防止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 对所选取的各

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发现平均的方差膨胀因子 ( VIF) 为 3. 06, 均不超过 10,
表明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模型所选取的各变量较为合理。

1. 对外反倾销、 政府创新补贴对全样本企业创新影响

中国对外反倾销、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整体影响, 考虑到可能存在

异方差问题, 本文回归分析均采用稳健性标准误处理, 所得结果见表 4。 可以看

出, 在以 t+1 期企业创新产出专利数量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列 (1) — (4)
当中, 我国反倾销对专利数量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政府创新补贴也对专利数量的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中国对外反倾销产生了正向的平均处理效应, 反倾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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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高了受保护企业的专利数量, 即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 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

说一和假说二。 此外, 在以 t+1 期企业创新投入研发投入金额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

结果列 (5) — (8) 当中, 发现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系数

显著为正, 政府创新补贴也对企业研发投入金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即我国对外反

倾销和政府创新补贴均会对企业创新投入金额产生促进效应, 提高了企业创新水

平, 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Patt+1 Invt+1

(1) (2) (3) (4) (5) (6) (7) (8)

Dumt
0. 123∗ 0. 103∗ 　 　 0. 078∗ 　 0. 202∗ 　 0. 174∗∗ 　 0. 141∗∗

(1. 78) (1. 78) (1. 79) (1. 92) (2. 03) (2. 18)

Govt
　 0. 207∗∗∗ 0. 207∗∗∗ 0. 060∗∗∗ 　 0. 287∗∗∗ 0. 286∗∗∗ 0. 078∗∗∗

(9. 28) (9. 12) (4. 57) (17. 47) (17. 50) (5. 44)

Tat
0. 161∗∗∗ 0. 261∗∗∗

(3. 90) (4. 36)

Tbt
-0. 059∗ -0. 169∗∗∗

( -1. 80) ( -4. 11)

Inct
0. 415∗∗∗ 0. 662∗∗∗

(10. 65) (13. 29)

Capt
-0. 037∗ 0. 020

( -1. 68) (0. 71)

Ftt
-0. 182∗∗ -0. 114∗∗∗

( -2. 39) ( -3. 18)

Ptt
0. 199 0. 358∗∗∗

(1. 04) (6. 05)

Cons
2. 485∗∗∗ 1. 031∗∗∗ 1. 005∗∗∗ -8. 940∗∗∗ 17. 280∗∗∗ 15. 270∗∗∗ 15. 230∗∗∗ 0. 305

(6. 72) (3. 83) (3. 66) (-11.06) (28. 65) (30. 87) (30. 86) (0. 43)
Tim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 142 0. 195 0. 196 0. 297 0. 120 0. 225 0. 227 0. 441

N 5
 

645 5
 

643 5
 

643 5
 

643 5
 

645 5
 

643 5
 

643 5
 

643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Time、 Ind 分别表示时间、 产业固定效应, R2 表示拟合优度, 样本均在企业所

属省份层面聚类, 下同。

2. 对外反倾销、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不同创新水平层面的影响

考虑到企业在专利数量和研发投入方面的差异性, 采用分位数进行回归分析,
见表 5, 考虑到篇幅不再展示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我国对外反倾销对

企业创新产出整体呈现正向影响显著, 在 0. 20 和 0. 30 分位点影响系数最高, 且随

着分位数的提高, 影响系数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此外, 政府创新补贴能对各分位点

的企业创新产出有正向显著影响, 在 0. 10—0. 30 分位点, 随着分位数的提高, 影

响系数有逐渐提高的趋势;
 

在 0. 40—0. 90 分位点, 随着分位点的提高, 影响系数

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即政府补贴对较低分位点创新产出企业所带来的边际效应更

大。 整体而言, 相较于高分位点的企业创新产出, 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和政府创新

补贴对低分位点的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更高, 较低创新产出的企业具有更高的

研发产出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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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分位数回归结果 I

Patt+1 0. 10 0. 20 0. 30 0. 40 0. 50 0. 60 0. 70 0. 80 0. 90

Dum t
0. 089 0. 190∗∗∗ 0. 189∗∗∗ 0. 163∗∗∗ 0. 129∗∗ 0. 081∗ 0. 119∗∗ 0. 114∗∗ 　 0. 136∗∗

(1. 39) (3. 08) (3. 33) (2. 96) (2. 43) (1. 70) (2. 32) (2. 23) (2. 36)

Gov t
0. 051∗∗∗ 0. 078∗∗∗ 0. 090∗∗∗ 0. 085∗∗∗ 0. 066∗∗∗ 0. 066∗∗∗ 0. 071∗∗∗ 0. 053∗∗∗ 0. 042∗∗

(2. 75) (4. 36) (5. 44) (5. 32) (4. 25) (4. 76) (4. 76) (3. 59) (2. 46)

CV 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
 

643 5
 

643 5
 

643 5
 

643 5
 

643 5
 

643 5
 

643 5
 

643 5
 

643

R2 0. 0937 0. 048 0. 057 0. 067 0. 080 0. 095 0. 109 0. 124 0. 153

为进一步说明我国对外反倾销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不同创新投入企业的影响存在

差异, 以企业 t+1 期创新投入金额作为被解释变量, 所得结果见表 6。 可以看出,
各分位点的我国对外反倾销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均产生正向显著影

响。 从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对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影响系数来看, 随着分位点的提

高, 影响系数呈现下降的趋势, 如 0. 10—0. 50 低分位点整体的影响系数要高于

0. 60—0. 80 分位点的影响系数。 此外, 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影响

系数来看, 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 这说明相较于高分位点投入企业, 我国对外反倾

销措施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低分位点的创新投入的边际影响更高。

　 表 6　 分位数回归结果 II
Inv t+1 0. 10 0. 20 0. 30 0. 40 0. 50 0. 60 0. 70 0. 80 0. 90

Dum t
　 0. 170∗∗∗ 　 0. 111∗∗∗ 　 0. 109∗∗∗ 　 0. 107∗∗∗ 　 0. 083∗∗∗ 　 0. 078∗∗∗ 　 0. 069∗∗∗ 　 0. 077∗∗∗ 　 0. 075∗∗

(2. 84) (3. 65) (5. 11) (5. 37) (4. 91) (4. 68) (3. 52) (3. 51) (2. 28)

Gov t
0. 126∗∗∗ 0. 091∗∗∗ 0. 075∗∗∗ 0. 062∗∗∗ 0. 057∗∗∗ 0. 058∗∗∗ 0. 064∗∗∗ 0. 064∗∗∗ 0. 067∗∗∗

(7. 20) (10. 27) (11. 96) (10. 60) (11. 59) (11. 94) (11. 35) (10. 15) (7. 03)

CV 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
 

643 5
 

643 5
 

643 5
 

643 5
 

643 5
 

643 5
 

643 5
 

643 5
 

643

R2 0. 169 0. 282 0. 348 0. 392 0. 425 0. 450 0. 470 0. 486 0. 498

(二)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实证模型在改变某些参数和指标后所得结果是否依然稳健, 本文通过

更换样本、 更换变量和同时更换变量与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 首先, 考虑

到 2008 年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故剔除该年样本数据。 其次, 更换衡量指

标, 文采用企业发明专利总量 Pat_ it +1 和企业研发人员数量 Invp t +1 重新衡量企

业创新水平。 最后, 同时更换样本和变量, 并控制行业和时间趋势, 其他变量保

持不变, 得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7。 从表中列 ( 1) — ( 6) 的回归结果发

现, 在更换样本、 变量和同时更换样本与变量之后, 我国对外反倾销和政府创新

补贴依然对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说明本文所得结论较

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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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更换样本 更换变量 更换样本和变量

Patt+1 Invmt+1 Pat_ it+1 Invpt+1 Pat_ it+1 Invpt+1

(1) (2) (3) (4) (5) (6)

Dumt
　 0. 081∗ 　 0. 129∗∗ 　 0. 063∗ 　 0. 109∗∗ 　 0. 069∗ 　 0. 100∗∗

(1. 81) (2. 25) (1. 96) (2. 76) (1. 86) (2. 42)

Govt
0. 061∗∗∗ 0. 076∗∗∗ 0. 107∗∗∗ 0. 048∗∗∗ 0. 109∗∗∗ 0. 049∗∗∗

(4. 68) (5. 44) (7. 13) (5. 19) (6. 95) (5. 13)
CV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Tim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 274 0. 899 0. 294 0. 449 0. 272 0. 897
N 5

 

643 5
 

643 5
 

554 5
 

554 5
 

554 5
 

554

(三) 企业特征差异

考虑到特征差异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水平, 本文分别从企业是否在主板上市和所

属行业两个方面, 分析我国对外反倾销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1. 企业是否在主板上市

借鉴 Chandra 和 Long (2013) [43] 、 何欢浪等 (2020) 的做法, 本文在公式 (2)
的基础上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对外反倾销 Dumijt 、 政府创新补贴 Govit 的交互项 Dumijt ×
Fyit , 以检验我国反倾销、 政府创新补贴对不同企业类型的创新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Createit +1 = β0 +β1Dumijt + β2Govit + β3Dumit ×Fyit + ηCVit + ζt + δi + εit
 (4)

式 (4) 的 Fyit 表示第 t 期所选企业是否属于我国沪深股市主板企业, 是则为

1, 否则为 0, 作为企业异质性特征。 Dumijt ×Fyit 表示反倾销和企业类型的交互项,
β3 是交互项的影响系数, 其他的变量含义和解释与式 (2) 相同。 表 8 是企业是否

为上市主板企业回归结果, 由于受国内宏观政策和国外反倾销的影响, 主板上市企

业若属于对外反倾销行业, 相较于非主板上市企业, 对外反倾销会降低该类型企业

的专利申请数量和研发投入金额, 但政府创新补贴能显著提高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

和研发投入金额。 这表明, 对外反倾销政策和政府创新补贴对是否属于主板上市企

业的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

表 8　 企业是否为主板上市企业回归分析

变量
Patt+1 Invt+1

(1) (2) (3) (4) (5) (6)

Dumt ×Tyt
　 -0. 322∗∗∗ 　 -0. 363∗∗∗ 　 -0. 309∗∗∗ 　 -0. 823∗∗∗ 　 -0. 896∗∗∗ 　 -0. 826∗∗∗

( -3. 37) ( -3. 70) ( -3. 08) ( -8. 08) ( -8. 37) ( -8. 04)

Dumt
0. 081∗ 0. 079∗ 0. 145∗∗ 0. 142∗∗

(1. 84) (1. 80) (2. 19) (2. 19)

Govt
0. 060∗∗∗ 0. 077∗∗∗

(4. 57) (5. 42)
CV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Tim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 293 0. 294 0. 297 0. 434 0. 435 0. 441
N 5

 

645 5
 

645 5
 

643 5
 

645 5
 

645 5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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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企业所属行业

其次, 本文考虑到制造业企业所属的不同行业之间特征存在较大的差别, 故

采用 OECD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技术行业、 中技术行业和低

技术行业, 见表 9。 可以看出, 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主要对制造业中技术行业企

业的专利数量和研发投入金额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这表明对外反倾销措施会对主

要制造业行业的创新投入与产出有促进作用, 如汽车、 电气和石油等行业, 而对

低技术和高技术行业企业并没有显著影响。 此外, 政府创新补贴会对制造业低、
中、 高技术行业的专利数量和研发投入金额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说明企业获得

创新补贴后, 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水

平。 整体而言, 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主要影响中技术行业企业的创新水平, 政

府创新补贴措施对不同技术行业的企业创新水平均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说明对外反倾销措施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不同技术行业企业创新影响存在一定的

差异。

表 9　 制造业企业不同行业回归分析

变量
高技术行业 中技术行业 低技术行业

Patt+1 Invmt+1 Patt+1 Invmt+1 Patt+1 Invmt+1

Dumt
0. 015 0. 127 0. 161∗∗ 0. 202∗∗ -0. 304 0. 215

(0. 22) (1. 28) (2. 09) (2. 45) ( -1. 15) (0. 69)

Govt
0. 082∗∗∗ 0. 088∗∗∗ 0. 049∗ 0. 066∗∗∗ 0. 049∗∗∗ 0. 104∗∗∗

(3. 72) (6. 19) (2. 49) (4. 66) (1. 34) (3. 05)
CV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Tim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 3752 0. 4400 0. 2720 0. 4682 0. 2179 0. 3056

N 1
 

640 1
 

649 3
 

471 3
 

471 523 523

注: 本文运用 OECD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 3 版来确定制造业企业所属行业, 高技术制造业行业编码为 27,
37, 39 和 40, 中技术制造业行业编码 25, 26, 28—38, 42 和 43, 低技术制造业行业编码为 13—24, 41。

(四) 对外反倾销与政府创新补贴影响企业创新机制分析

对于反倾销与政府创新补贴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研究, 部分学者认为不同

行业之间的企业微观特征存在差异, 企业可利用政府的研发补贴 (邹洋等, 2016;
雷根强和郭玥, 2018) 和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保护行业内企业 ( Miyagiwa

 

et
 

al. ,
2016; 何欢浪等, 2020), 进而影响地区的营商环境, 有助于企业扩大规模和降低

升级生产技术的平均固定成本, 从而提高研发支出和研发效率。 为此, 本文试图从

无形资产机制和营商环境机制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对外反倾销与政府创新补贴影响企

业创新的机制。 一方面, 无形资产是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倾销措施和政府创新

补贴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无形资产, 而企业的无形资产又是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

的重要表现。 另一方面, 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和政府补贴有助于改善地区企业的营

商环境, 而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何欢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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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因此, 本文采用王小鲁和樊纲的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2016) 》,
利用 2008—2016 年各省份市场化总指数来测量企业所属地区的营商环境。 从表 10
中的影响机制的回归结果看, 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和政府补贴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

无形资产与营商环境, 而无形资产和营商环境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投入与产

出, 这说明企业的无形资产和所属地区的营商环境, 是对外反倾销措施和政府补贴

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

表 10　 对外反倾销与政府创新补贴影响企业创新机制分析

变量
无形资产机制 营商环境机制

(1) (2) (3) (4) (5) (6)
Intt Patt+1 Invt+1 Envt Patt+1 Invt+1

Dumt
0. 149∗∗∗ 0. 191∗

(3. 02) (1. 99)

Govt
0. 015∗ 0. 123∗∗

(1. 74) (2. 32)

Intt
0. 125∗∗∗ 0. 010∗∗∗

(4. 26) (4. 41)

Envt
　 0. 002∗∗∗ 　 0. 025∗∗∗

(4. 07) (4. 21)

CV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Tim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8
 

214 5
 

537 5
 

537 5
 

560 4
 

454 4
 

454

N 0. 677 0. 296 0. 448 0. 156 0. 283 0. 409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四点: (1) 采用 PSM-DID 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倾向得

分匹配, 分析我国对外反倾销政策和政府创新补贴对国内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水平的

影响, 结果表明两者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 (2) 采用分位数回归, 结果

发现, 在不同分位点的企业创新水平, 受到我国对外反倾销和政府创新补贴的影响

具有差异性。 整体而言, 在不同的企业创新水平层面, 对外反倾销和政府创新补贴

都能显著地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相较于高分位点, 在低分位点的企业创新投入和产

出受到我国对外反倾销和政府创新补贴的影响程度更高。 (3) 从企业是否在主板

上市的角度看, 相较于非主板上市企业, 主板上市企业若属于反倾销行业, 则更容

易受到国内宏观政策和国外反倾销政策的影响。 虽然对外反倾销政府抑制了企业的

研发投入和产出, 但政府创新补贴却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产出。 从不同行

业的角度看, 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主要对中技术行业的企业专利数量和研发投入金

额产生正向促进影响, 而政府创新补贴措施对不同技术行业类型的企业创新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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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表明对外反倾销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有

异质性影响。 (4) 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和政府补贴会有助于

提高企业的无形资产与营商环境, 而无形资产和营商环境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

投入与产出, 这说明企业的无形资产和所属地区的营商环境是对外反倾销措施和政

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影响机制。
为此, 本文提出两点政策建议: (1) 企业方面, 在获得政府创新补贴或受我

国对外反倾销政策的影响后, 需要把握发展机遇, 加大研发投入, 不断提升市场竞

争力。 若未获得政府创新补贴或者受到国外反倾销保护的企业, 则需要主动关注市

场动态并学习行业相关的反倾销法律知识, 以降低企业受到其他国家反倾销的影

响。 (2) 政府方面, 为了维护国内企业在国际贸易当中的平等和公平地位, 对外

应合理利用反倾销手段, 切实保护和支持我国国际贸易企业发展, 同时对内需要加

大对特定企业的研发创新补贴强度, 提高企业的整体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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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hinas
 

Anti-dumping,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on
 

Enterprises
 

Innovation
XIONG

 

Kaijun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f
 

Chinas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8,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Anti-dumping
 

and
 

government
 

innova-
tion

 

subsidies
 

to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finds:
 

(1)
 

both
 

Chinas
 

anti-dumping
 

policy
 

and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increase
 

Chin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novation
 

input
 

and
 

output
 

level
 

significantly.
 

The
 

results
 

are
 

verified
 

by
 

robustness
 

tests,
 

such
 

as
 

replacing
 

variables
 

and
 

samples;
 

(2)
 

quantile
 

regression
 

shows
 

that
 

Chinas
 

anti-dumping
 

and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bring
 

more
 

promotion
 

to
 

enterprises
 

with
 

lower
 

inno-
vation

 

input
 

and
 

output;
 

(3)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intangible
 

assets
 

and
 

business
 

en-
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are
 

important
 

channels,
 

while
 

Chinas
 

foreign
 

anti-dumping
 

and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bring
 

heterogenous
 

effect
 

among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listed
 

sectors
 

and
 

industry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Chinas
 

enterprise
 

innovation
 

under
 

trade
 

protectionism.
Keywords: Anti-dumping;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Enterpris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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